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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的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运动使我国彻底

走出了阴霾，文革时期沉寂的中国电影也在此时唤

起新的生机，电影创作的全面复苏代之而来的是电

影历史研究的百花齐放。1981 年，在文革时被打为

“毒草”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的重新出版标志着

八十年代中国电影历史研究的重新出发。面对百废

待兴的局面，电影历史学者们以极高的热情先后出

版了十余部历史著作［1］，是新中国电影历史研究

的新起点。而由于《中国电影发展史》自出版以来

重要的历史地位与学术价值，八十年代的电影史著

受到书中“革命史观”思想的影响较深。与此同时，

八十年代亦是在摸索中前进的年代，在学术思潮的

蓬勃喷涌下，学者们的革命史观思想也有所发展。

但目前学术界在谈及八十年代的电影历史研究时，

却往往忽视其思想变化，甚至在部分学者的文章中，

直接将八十年代末“重写电影史”［2］口号的提出

作为新时期中国电影历史研究的开端，全然忽略了

对八十年代中国电影历史研究规律的总结。除此而

外，在论及革命史观的文献中亦主要呈现出两种截

然不同的观点。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八十年的中国电

影历史研究仍未摆脱政治的桎梏与“革命史”书写

范式的巨大影响，而呈现出与《中国电影发展史》

一脉相承的革命史观。该种观点可见于《史学范式

［1］具体著作请见文后附录。

［2］1988 年，郦苏元在《从历史中汲取灵感——电影

史研究随想》一文中提出“重写电影史”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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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电影史研究重新出发的八十年代是中国电影史学史发展过程中尤为重要的环节。本文以八十年代重要的电

影史著为研究对象，提炼出八十年代电影史著中革命史观思想在不同政治环境与学术思潮中的表现与变

化。可以发现，该时期史著仍未脱离革命史观的叙述架构，且呈现出从早期的“显性”逐渐向中期“隐性”

转变，并在八十年代后期对文革的省察中最终转化为反思性“显性”革命史观，使整个八十年代中国电

影史研究在史学思想上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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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换与中国电影史研究》《70 年中国电影研究的

演进、自体反思与走向—兼论〈中国当代电影艺术

史（1949—2017）〉的写作》《走近电影 走近历史》

等文章中。学者们的观点正如《史学范式的转换与

中国电影史研究》中所言，认为“中国电影的历史

叙述仍旧没有摆脱〈中国电影发展史〉预先设定的

‘革命史’框架，也没有就已有的文献进行重新阐

释，更没有在档案、报刊与方志等领域充分有效地

发掘新的史料。总而言之，史学范式的转换基本上

与中国电影史研究无关。”［1］另有一种观点认为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电影历史研究已然弱化了革命史

观的影响，而逐步走向电影历史研究的多元化。在

《关于中国电影史写作走向的思考》《中国电影史

学》《对中国电影史研究的思考》等文章与专著中

就有学者认为“20 世纪 80 年代，关于中国电影史

的著作数量开始急速增长。许多电影研究者为了摆

脱意识形态的桎梏，寻找一种不同于程季华的电影

政治史的研究方法，电影研究开始从政治意识形态

转向艺术领域的阶段，试图从电影叙事、电影表达

美学和效果等方面重新撰写中国电影史。”［2］同时，

在基于前述两种观点的文章中，作者们也多侧重于

对革命史观价值的评判，并未对八十年代电影史著

作全面的系统研究，仅在《重构中国电影——从学

术史的角度观照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电影史研究》

一文中，将八十年代出版的史著以附表的形式列在

末尾，但正文仍旧缺少对文本的分析。这也使得目

前学术界对八十年代中国电影史著中革命史观思想

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偏颇。

然而，八十年代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确立“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四个现代化”总体目标新

征程的起点。在该时期研究中国电影历史的学者们

常常面临着新旧思想的双重冲击，因此，通过对研

究对象的探究可以发现，革命史观在这一时期的历

史著作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存在。而是经历不同时

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一、早期研究中所体现出的 
“显性”革命史观

八十年代初，学者们刚从文革的噩梦中醒来，

面对来之不易的学术研究机会，其思想上的禁锢并

未全然打破，因此这一时期所出版的电影史著受到

《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影响较深，有着十分鲜明的

革命史观表达，呈现出“显性”的革命史观。

于 1982 年开始出版的《中国电影家列传》（共

七集）系列书籍中，全书七集共包含 400 余位电影

精英，涉及导演、表演、摄影、美工等各个领域，

囊括了艺术精英、管理精英、技术精英及理论精英

等各类人才，通过对人物生平经历及专业成就的书

写，串联起了中国电影诞生之初至上世纪六十年代

的历史流变。该书在介绍影片时，编者将电影看作

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书中对左翼电影运动的历史评

价较高，多从阶级斗争的立场撰写，论述左翼电影

运动的积极作用。认为它“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战斗

旗帜，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革命

斗争，在中国电影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3］

与此同时，对于三十年代与左翼电影形成鲜明对照

的“软性电影”则呈现出了完全批判与否定的态

度，并从阶级斗争的立场分析认为“其目的是反对

左翼电影的大众化路线，反帝反封建的体裁和革命

的思想和政治内容。”［4］始终不忘电影的政治立

场与阶级斗争作用，全然忽略部分软性电影所具有

的一定的艺术本性。此外，作为一本纪传体史书，

该书尤为重视人物的政治立场，选择的人物多曾从

事抗日战斗或具有“左倾”思想，并在书中对人物

的政治经历做专门的叙述。而对于阶级立场相异一

方的电影历史，编者仅选取了极少数的管理精英如

周剑云、罗明佑等人作传叙述，体现了编者的阶级

立场。同时，这一特征还体现在该书第一集的前言

中，编者直言，该书通过对历史人物生平的介绍“反

映出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领导电影事业的成

就和中国电影事业蓬勃发展的新貌。”［5］可以窥

见，该系列书籍完全将政治立场作为研究对象的选

择依据，主要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电影事业，

［1］李道新：《史学范式的转换与中国电影史研究》，

载《当代电影》2009 年第 4 期。

［2］丁亚平：《中国电影史学》，中国广播影视出版

社 2018 年版，第 133 页。

［3］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史研究部编纂：《中国电影

家列传》（一），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 页。

［4］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史研究部编纂：《中国电影

家列传》（一），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60 页。

［5］中国电影家协会电影史研究部编纂 .《中国电影家

列传·前言》（一），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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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出鲜明的阶级立场与革命史观。与此同时，在

1983 年出版的《台湾电影简编》中，编者在电影历

史编撰学的标目中便直截了当地呈现了“显性”的

革命史观。通过“‘农教’拍摄的反共影片”这一

标目，将政治立场与两党间的革命斗争直接的呈现

在书中，以阶级立场划分影片类型，呈现出鲜明的

革命史观。此外，《台湾电影简编》（1983 年）也

在叙述影片时指出了影片对阶级斗争的积极作用。

如在提到《万家灯火》《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影片

时，指出“这类影片真实地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国

民党统治区的社会现实，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人

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描写广大人民在国民党

反动派压迫和掠夺下失业、贫困、生活日益恶化，

以及沦为亡国奴的灾难和悲惨命运，一定程度地表

现了各阶层人民的觉醒、转变、团结和斗争。”［1］

彰显了“显性”的革命史观。

革命史观作为一种史学思想，早在清末民初，

国家危难之际便已初具雏形。当时的“革命派从事

历史教育，是采用通俗读物或政治论文的形式，以

大量中外历史知识作有力的根据，”［2］用历史知

识宣传革命，以此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其中的代

表就有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与《警

世钟》。而到了新民主主义时期，所谓革命史观就

是从现实革命斗争出发，以革命者的立场与视野来

研究和品评以往革命斗争中的人物和事件的一种历

史观。于具有艺术属性的电影而言，毛泽东认为“艺

术都具有阶级属性，并对应特定的政治路线，形成

了艺术的‘围剿’与‘反围剿’并不断走向深化的

文化战线。由此，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革命史学成

为中国电影的史述范式。”［3］受到该观点深刻影

响的程季华曾在《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引言中写道

“电影的历史发展，虽然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但

是归根结底，它也仍然是社会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

反映，所以它也不能脱离这个一般的历史发展的基

本规律”［4］因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挥重

要作用的革命史观，在建国后已然成为中国电影历

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与主流思想。到了八十年代初期，

面对建国以来多变的政治环境，重获学术自由且在

文革时被禁锢已久的学者们很难迅速摆脱旧思想的

桎梏，受到中国电影历史写作固定范式的影响较深。

此外，1976 年“四人帮”粉碎后，国内政治的不稳

定局势也为中国电影史的写作带来了影响，这使得

八十年代初期电影历史写作的任务成为了为文革中

被打倒的电影艺术家及影片“平反”。而这样的“平

反”就其本质而言仍旧是出于文革后“拨乱反正”

时期的政治需要。因此，学者们仍旧在政治的框架

中书写中国电影的历史。正如同时期具有相同性质

的文学史一样，“基本格局未变，‘反帝反封建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仍然是文学史叙事的中轴，政治

评价仍然是基本标准。”［5］电影历史的写作亦未

能脱离政治的束缚。此外，八十年代早期出版的电

影史著多带有官修性质，其内容受到官方约束。如

《中国电影家列传》（共七集）系列书的编者基本

为中国电影家协会的会员或受中国电影家协会的邀

请而撰写各传。而中国电影家协会又是党和政府联

系电影界的桥梁和纽带，在文革的阴霾尚未完全消

散的八十年代初，编者们甚是重视电影史著的政治

立场。与此同时，该时期编者如陈飞宝等人都成长

于建国初期，受到“十七年”时期政治思想的广泛

熏陶，因此在撰写史著时便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出较

为鲜明的革命史观。

二、中期研究中所体现出的 
“隐性”革命史观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进一

步深入，学者们逐渐开始为电影历史写作寻找新的

发展方向。该时期的革命史观不再成为叙述的主要

对象，学者们将关注的焦点汇聚到对电影艺术本体

的讨论当中。但受到旧思想深刻影响的学者们，仍

未全然摆脱“革命史”书写范式的巨大影响力，而

是将他们的革命史观隐藏在电影历史编撰与电影艺

术观之中，使得这一时期的革命史观由早期的“显

性”逐渐走向“隐性”。

［1］陈飞宝：《台湾电影史简编》，厦门大学台湾研

究所 1983 年版，第 40 页。

［2］白寿彝：《中国史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82-383 页。

［3］丁亚平：《中国电影史学》，中国广播影视出版

社 2018 年版，第 266 页。

［4］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二卷），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63 年版，引言页。

［5］温儒敏：《从学科史回顾八十年代的现代文学研

究》，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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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中期主要出版了梳理中国电影文学历

史的《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史》（1985 年）、《中国

当代影视文学》（1986 年）及反映长影厂历史的《新

中国电影的摇篮》（1986 年）三本电影史著。由于

该时期的电影史著多将关注的重点集中在对电影艺

术本性的表达之中，因此在电影历史编撰学的标目

中，也多以电影的艺术特征作为标目的依据。但仍

有部分标目，在反映电影艺术特征的同时还彰显了

编者的革命史观。如在《中国当代影视文学史》一

书中，编者以“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画卷”“吴琼

花等革命战士形象的成功塑造”为标目，将反映人

民革命斗争的影片类型及其中塑造的革命战士形象

放在重要的位置，在关注影片主题及人物塑造的过

程中暗含编者对革命斗争的重视。类似的情况还存

在于同时期出版的《新中国电影的摇篮》中，编者

同样直接以《英雄儿女》《党的女儿》等影片片名

作为该书的章节标目。同时，《新中国电影的摇篮》

一书在编排图表体例时，将数量众多的领导人视察

长影的照片放在该书前侧，反映了编者对党和国家

领导长影重要作用的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编者对政治立场的重视，从而彰显编者的革命史观。

此外，在该时期的史著中，革命史观的思想还

留存于叙述的字里行间。首先，编者们将革命历史

题材影片放在重要的位置，在《中国当代影视文学》

一书中，编者开辟单独的小节——“人民革命斗争

的历史画卷”，论述、分析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并

作出高度评价。而在《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史》一书中，

编者在比较同一历史时期中国与意大利呈现出的两

种不同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时，将中国战后现实主

义电影的优势归因于影片创作的阶级立场与革命环

境的优越性，认为“与此相比，中国战后现实主义

新潮电影就显得健全、深刻得多。它产生于无产阶

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环境中，并且深受无产

阶级文化思想的影响。因此，它不仅像意大利新现

实主义电影一样，站在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立场，

对战时、战后的社会现实问题予以深切的关注，对

人民（包括市民、工人、农民）的个人生活同社会

生活的关系做了严肃的探讨”［1］由此可见，尽管

这些叙述多从电影艺术方面入手，关注影片的题材

类型及创作风格，呈现编者的电影艺术观，但在对

革命斗争类型与革命现实主义风格的偏爱及对创作

风格的品评中仍然表现出了编者对电影中反应的革

命历史斗争及阶级立场的重视程度。与此同时，这

一时期的编者在分析影片人物形象时，尤为看重人

物的阶级立场。在《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史》一书中，

谈到史东山作品《还我故乡》时，书中不仅详细叙

述了影片主人公王相庭的特殊形象，还进一步分析

认为“史东山笔下的王相庭就是这样一个充满复杂

因素的形象。首先，他的确一度归顺过日本侵略者。

这一方面是由于日寇的欺骗和高压，一方面也是出

自于他所隶属的阶级的动摇性和妥协性。”［2］同

中有异，在《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史》一书中，编者

甚至在论述影片人物形象时，将人物的特征与作者

的阶级立场结合在一起分析影片，认为影片《玉洁

冰清》中，“作者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浪漫主义惰性，

使《玉洁冰清》中的主要人物，在不同程度上都带

上理想化色彩”［3］。此外，该时期的电影史著在

分析影片主题时，亦甚是重视阶级立场与革命斗争

对影片创作的巨大影响力。如谈到战后进步电影运

动时，《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史》的编者写道“抗战

结束，随着进步电影运动再度勃兴，出现了一个极

有声势的战后现实主义新潮。它以革命的、史诗格

调的现实主义为主导，不仅把描写的中心由民族抗

争转向阶级斗争，转向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而且还于暴露之中显现光明，使作品中出现了越来

越多的肯定的、光明的因素。尤其是对无产阶级和

人民大众历史命运的展示，越来越多的成为革命电

影作品新的主题。”［4］将影片的主题与阶级立场、

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在呈现编者对电影艺术重视的

同时，流露出编者强烈的革命史观。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全民开始积极投身于

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中。到 1984 年，国民经济结构

大体协调，工农业获得到较快发展，人民生活明显

改善。而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不断发展，八十年代

中期更是逐渐呈现出文化激进的态势。这一时期，

［1］周晓明：《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史》，高等教育出

版社 1985 年版，第 157 页。

［2］周晓明：《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史》，高等教育出

版社 1985 年版，第 77 页。

［3］周晓明：《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史》，高等教育出

版社 1985 年版，第 137 页。

［4］周晓明：《中国现代电影文学史》，高等教育出

版社 1985 年版，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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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束缚逐渐松绑，电影人摒弃了文革时大力宣

扬的“三突出”、样板戏，重新拾回“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创作原则，高涨的创作热情也带来了

电影学界的思想争锋。以 1979 年发表的《谈电影

语言现代化》为起点，电影学界展开了一系列讨论。

随后《电影、文学和电影文学》《电影文学断想》

《对当前电影创作的一些看法》等一系列文章的发

表，激发了全国一层层学术浪潮。与此同时，中国

电影理论研究也在八十年代重新勃发，到八十年代

中期，“国外文学、历史和哲学理论及电影理论的

大量引进，国内第五代电影在思想层面和影像层面

上的突破，都为电影批评家带来了新鲜的感受。中

国电影批评进入本体批评时期。”［1］此外，第四、

第五代导演在电影美学上的新尝试，如《小花》

《苦恼人的笑》《邻居》《黄土地》《一个和八个》

等影片在电影语言、纪实美学、叙事形式上的突

破都为八十年代的电影历史写作带来了启发。与

此同时，八十年代初期传入中国的乔治·萨杜尔

所著的《电影通史》也为中国电影史研究带来了

新的思路。“由于在《世界电影史》中，乔治·萨

杜尔明确地选择把电影当作一种‘受企业、经济、

社会和技术严格制约着的艺术’，人们仿佛重新

发现了乔治·萨杜尔的意义：挣脱了意识形态沉

重桎梏的电影史，首先应该是电影艺术史。”［2］

种种思潮撞击的结果开始呈现在八十年代中期的

电影史写作中。这使得学者们主要从电影艺术的

角度论述、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的影片，并多从创

作风格，主题思想及人物塑造等方面进入到电影

的历史世界中，而表现出编者的电影艺术思想。

尽管，在对电影的本体认识上，学者们逐渐摆脱

了政治的束缚，但就历史撰写而言，八十年代中

期的电影历史写作仍然未能摆脱旧的书写模式。

1990 年，李少白在《中国电影史研究方法》一文

中指出“电影历史学作为电影学和历史学的一个

交叉学科，无疑具有它自身的特点。它是历史的，

又是电影的，兼有电影和历史的双重品格。”［3］

将电影历史学与普通历史学建立联系。而在更早

的八十年代，研究中国电影史的学者们并未从普

通历史学中吸收养分，更未能与史学界形成勾连，

电影史学范式的发展未能及时跟上普通历史学的

脚步。直到 1988 年“学者郦苏元在《从历史中汲

取灵感——电影史研究随想》一文中呼吁要对中

国电影史进行重写”［4］，电影史学界才逐步反思，

尝试转换中国电影史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史学范式。

因此，回到八十年代中期，当时出版的电影史著

在关注电影艺术本体的同时，依然沿用了“革命

史观”的书写框架。但由于编者的重点不再局限

于关注影片中表现的阶级斗争与革命斗争，从而

使得这一时期的革命史观虽然仍旧存在，但却潜

藏在电影编撰中的标目体例及该时期突出表现的

艺术观中，形成了“隐性”的革命史观的特征。

三、后期研究中所体现出的反思性 
“显性”革命史观

八十年代后期，开放、多元的时代环境极大地

拓展了我国电影人的电影创作思路与电影理论观念。

受此影响，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史学者们也以更加

开放的姿态迎接吸纳电影学术界的新观点与新思路，

不仅在编撰体裁上推陈出现，出现了建国以来首次

出版的断代史与图志史《上海影坛话旧》（1987 年）、

《当代中国电影》（1989 年）、《中国影星大观 

1905—1949》（1989 年）。还首次以史述与史评的

结合形式结构全书，出版了《中国电影文化透视——

兼论“五代导演”的艺术观念和创作》（1989 年）

与《复兴之路——1977—1986 年的电影创作与理论

批评》（1989 年），并同时涌现出了以史评为载体

写就的专题史《中国电影艺术史略》（1989 年）。

使得中国电影历史研究真正意义上的进入到了多元

史学建构的阶段，为整个八十年代的中国电影史研

究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与此同时，该时期的革命史

观亦在史述与史评的结合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

1989 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电影》前言中，编者开门

见山地指出：“我们深信，只要把三十多年建设的

成功和挫折的经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1］李道新：《建构中国电影批评史》，载《电影艺术》

1998 年第 4 期。

［2］李道新：《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发展趋势及前景》，

载《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1 年第 4 期。

［3］李少白：《中国电影史研究方法》，载《文艺研究》

1990 年第 4 期。

［4］檀秋文：《“复线的历史观”与重写中国电影史》，

载《电影艺术》2020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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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一一加以科学的总结，那就会使之成为传诸后

世的国宝。”［1］由此可见，该时期研究中国电影

史的学者虽然仍未摒弃发展成熟的史学思想，但已

经呈现出对电影历史的总结与反思，历史的镜鉴功

能在这一时期开始发挥重要作用。革命史观被学者

们重新放回了“显性”的位置，但又在“显性”中

反思文革与极左给中国电影带来的创伤，更从理论

角度深入阐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由来，在反思革

命史观的同时又重申了革命史观存在的合理性，与

八十年代初期的电影史著形成鲜明差异。

自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第一部电影史《中国电影

发展史》以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便

受到学者们的广泛推崇。而直到在 1989 年出版的

《中国电影文化透视——兼论“五代导演”的艺

术观念和创作》一书，编者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作出了深入的阐释，他谈到“社会主义现实主

义是 30 年代由高尔基等一批无产阶级作家根据社

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发展需要提出来的，它要求‘在

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

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

须与用社会主义思想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

结合起来’。它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

主义的观点来指导创作。”［2］不仅显示了编者对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推崇，彰显编者的

革命史观，更通过深入的阐发点明社会主义现实

主义的重要地位。此外，在八十年代后期出版的

一系列史著中，还呈现出了学者们对文革和极左

创作路线对中国电影造成伤害的反思。如在《中

国电影文化透视——兼论“五代导演”的艺术观

念和创作》一书中，编者指出“极左思潮的干扰，

对喜剧片缺少认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喜

剧片不能揭示社会尖锐复杂的矛盾，不能广泛反

映各类生活题材，不能强烈地表现艺术家的主体

意识，而只能拍歌颂性的喜剧，强调培养共产主

义思想道德。”［3］认为极左思潮的干扰使得中国

电影的银幕上呈现出千篇一律的喜剧电影，喜剧

电影的创新性与多样性受到了严重的限制。而在

《复兴之路——1977—1986 年的电影创作与理论

批评》一书中，编者在回顾文化大革命惨痛代价

的同时，还对电影人的创作思想进行了深入思考。

他谈到“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不是一直在赞扬、

宣传革命传统与劳动人民的种种美德吗？但是，

这一切都没能阻止封建思想的复活，还奇特地在

生活中出现了一万人顶礼膜拜的‘现代迷信’，

出现了‘四人帮’这样的政治毒瘤。这个事实是

发人深思的。”［4］此外，该时期对革命现实主义

重要地位的肯定亦是通过对历史的叙述与总结后

才得出的结论。如在《中国电影艺术史略》一书中，

编者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电影创作经验时，

指出“新中国电影的前九年里，由于基本上坚持

了一条革命现实主义道路，拍出了一批好影片，

积累了许多可贵的经验；但，有的错误，教训也

是严重的，而且逐步有所发展，这使我国电影在

思想上、艺术上都受到了挫折，这正是违背革命

现实主义的结果。”［5］同中有异，在《中国电影

文化透视——兼论“五代导演”的艺术观念和创

作》一书中，编者从表现“阶级斗争”“好人好事”

主题的影片出发，分析两类影片的创作情况及极

左思想对中国电影创作的禁锢，在反思中强调自

然真实的宝贵特征，重塑革命史观的重要地位。

编者谈到“写‘阶级斗争’和‘好人好事’是两

个极端。不是说这类题材不好写（自然有个如何

正确把握的问题），但把所有的创作或绝大部分

的创作都纳入这两个轨道，不仅禁锢了创作的领

域缩小了题材的范围，而且严重地违反了生活的

规律。生活中大量存在，其价值无法估量的正是

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广泛的中间地带。大写特写‘阶

级斗争’和‘好人好事’看起来是两个极端，实

际上都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全国解放以

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继续存在是客观事实，

但全党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已经在向建设社会主

义这一目标转移，这也是客观事实。随着社会的

发展，后者越来越大于和压倒前者。谁否认这一

［1］陈荒煤：《当代中国电影》（上），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3 页。

［2］张成珊：《中国电影文化透视：兼论“五代导演”

的艺术观念和创作》，学林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92 页。

［3］张成珊：《中国电影文化透视：兼论“五代导演”

的艺术观念和创作》，学林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89 页。

［4］李兴叶：《复兴之路：1977—1986 年的电影创作

与理论批评》，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66 页。

［5］王云缦：《中国电影艺术史略》，中国国际广播

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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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谁就不是唯物主义”。［1］此外，在《中国

影星大观（1905—1949）》一书中，尽管编者在

前言中指出该书为“普及性读物”［2］，且书中呈

现了大量的图片实为史料的陈列，但从编者对国

民党时代下中国电影命运变迁的深入分析中亦可

发觉出编者的反思性“显性”革命史观，在同时

期出版的《上海影坛话旧》中亦有同样的思想表达。

可以见得，在八十年代后期的极左反思与文革反

思中学者们并未否认革命史观的重要地位，甚至

显现出在历史环境中革命史观存在的必然性与合

理性，从而使得这一时期的史著中呈现出反思中

的“显性”革命史观。

八十年代后期，学界重新拾回了马克思主义历

史观中“实事求是”的史学思想，与此同时，西方

电影理论如巴赞的影像本体论、现实主义理论等的

相继传入，使得这一时期的学者仍旧尤为重视现实

主义的创作风格，此时，“反映‘文革’的影片不

再在‘伤痕’上止步，而是伸向人的精神领域，这

无疑是现实主义精神在创作上的深化。”［3］由此，

八十年代后期对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推崇达到了顶

峰。与此同时，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认识也进入

了新的阶段。此外，尽管八十年代后期国内的政治

环境已然松绑，但由于中国电影自诞生起便在近代

以来不断翻涌的政治局势及民主革命斗争中艰难前

行，且八十年代“拨乱反正”的“政治”任务深入

人心，因此政治在中国电影历史研究者内心的束缚

仍然存在。这也使得，在中国电影史学界未能进行

史学范式的转换，彻底走进“重写电影史”议题的

情况下，学者们无法回避的仍旧将革命史观的思想

贯穿于中国电影的历史之中，从而使得革命史观始

终存在于整个八十年代后期的中国电影历史研究中。

与此同时，“伤痕电影”“伤痕文学”的兴起与广

泛讨论也深刻地影响了八十年代后期电影历史的写

作，学者们亦开始反思文革、反思极左思潮。“其中，

‘新时期’中国电影的文化反思尤其引人瞩目。”［4］

如《芙蓉镇》《老井》《湘女萧萧》等影片，通过

对文化大革命、中国农民文化及妇女文化的反思而

促使了八十年代中后期银幕上刮起的“反思之风”。

使得八十年代后期的文化学术思潮主要表现为思想

的解放与人的觉醒。从而在八十年代后期中国电影

历史的研究中呈现出对革命史观的反思。

然而，在八十年代后期出版的电影史著中，《当

代中国电影》却表现出了“显性”革命史观。由于

该书隶属于《当代中国》丛书系列，是文化部电影

局根据中宣部的要求组织编撰，是集体写作的成果。

因此，《当代中国电影》具有一定的官修属性，编

者通过对影片文本的分析集中反映了电影史编撰中

国家主体意识形态的表达，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

同样具有官修性质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影响，

甚至有部分学者将《当代中国电影》看作为《中国

电影发展史》的承接与延续。因此在《当代中国电

影》一书中，呈现出了编者鲜明而直接的革命史观，

与早期研究中所体现的“显性”革命史观一脉相承。

经历十年的蛰伏，中国电影的历史研究在八十

年代重新出发。面临百废待兴，新旧交替的复杂局面，

学者们在前进中不断摸索。在八十年代的电影历史

写作中，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思想的转换，革命史观

的表达亦在不断变化。从早期受到《中国电影发展史》

深刻影响而呈现出“显性”革命史观，到中期在电

影艺术本性的探讨下潜藏于电影编撰与艺术观中的

“隐性”革命史观，再到后期转变为在内省的社会思

潮下彰显出的反思性“显性”革命史观以及以《当代

中国电影》为代表的与早期研究一脉相承的“显性”

革命史观。尽管中国电影的历史研究在中国不断变动

的政治环境及学术思潮中亦在不断变革，但八十年代

的学者们却不约而同的保留着对革命史观的承续，而

虽然革命史观作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电影历史研究的

主流思想，对中国电影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并早已在“在近百年来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建立了

它的合法性”［5］，但若只截取革命文化的历史作为

研究对象，忽视多元化电影历史的存在，也难免会为

中国电影的历史研究留下些许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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